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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
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

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
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
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 积累 拓展 理论升华

史学批评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历代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提出的看法，因其往往伴随着

对同一问题的长期探讨及由此产生的相互辩难，故而成为刺激史学发展的最活跃的“内在驱动
力”。① 近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从创始、发展走向系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一是推进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进一步认识，二是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三是由于上

述两个方面而密切了古代史学与当代史学的联系，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更利于当今史学对古代
史学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深入发

展的学术路径，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
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在清后期的社会大变动以至近百年

来中国史学的深刻变革中，仍能时时显现其价值。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学界目前已有不少探讨，按论述方式，以下三种最具代表

性。其一，早期“从史家到史家式”的探讨，如孔子、司马迁、班固、杜预、刘勰、刘知幾等人的史学批评
活动，概括史学批评从自觉到独立发展、范围从史学内部扩大到社会、从初步形成系统走向高层次跃
进的发展趋势; 以“从孔子到班彪”“从班彪到刘知幾”“从刘知幾到章学诚”对应中国古代史学批评
的确立、成熟和繁荣三个阶段; 等等。② 其二，基于朝代或历史时期的线性考察，这种讨论较早见于瞿
林东《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一文。③ 值得一提的是，瞿林东从 1985 年初谈史学评论到 1991 年
发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连载，在阶段划分、范畴提炼及方法论总结方面，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
研究开辟了清晰路径。此后，有学者尝试以四个历史时期概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线性发展历程。④

其三，聚焦史学批评范畴，从发生学视角提出“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综合概括与逐步提升品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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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概念、范畴生成的路径，以及通过“良史”内涵的演变概括史学批评范畴形成过程中体现出
的鲜明时代特征。① 近年，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
宋、辽夏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史学批评现象、观点和代表性成果做出系统研究，为进一步思考
史学批评的宗旨和方法，概括史学批评的形成、演进及其发展规律，分析史学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社
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② 以上研究对于进一步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整体态势多有
启示。
本文以史学批评的对象和演进路径为依据，拟从三个层次进行考察和分析: 第一，从《左传》、孟

子、司马迁评论《春秋》，到刘向、扬雄、班彪评论《史记》，到王充、葛洪、范晔等评论《史记》《汉书》，
再到唐太宗评论诸家《晋书》，千年史著批评收获的积累和启示，为史学批评雏形在唐代的产生奠定
基础; 第二，在历史文献总结性工作的基础上，刘知幾《史通》的面世突破了以史著为主要批评对象的
史学批评格局，推动史学批评横向拓展新格局的形成，举凡直书、曲笔、采撰、书事、探赜、鉴识、史学
功用、正史得失，等等，都进入批评范围; 第三，从史书体裁、类型、要素等不同视角展开史学批评，章
学诚《文史通义》为代表的综合性考察，使史学批评逐渐走向现象评论和理论探讨相结合，多途并进、
蔚为大观，显示出史学批评走向理论升华的趋势。

一、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与启示

史著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核心环节。从评论《春秋》到评论《史记》《汉书》，再
到唐太宗评论诸家《晋书》，千余年间的史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史著的评论上。批评视野的聚焦，改
变了史学批评的零碎状态，奠定了史学批评自隋唐以后走向深入发展的趋势。可以认为，千年史著
批评的积累，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得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基础。
关于《春秋》的评论，《左传》、孟子、司马迁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一则强调《春秋》出于圣人之手，

本是“天子之事”，说明孔子崇高的意识形态地位; 二则指出《春秋》“长于治人”。《左传》作者以“君
子曰”的口吻写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
之!”③这是从遣词造句的深意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评论《春秋》的价值。孟子评论《春秋》要旨，更加
直接且有分量，表明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对《春秋》评价之高。他认为，对春秋时期史事和人物善恶的
判断，本应是“天子之事”，现在孔子的《春秋》却这样做了，所以孔子说“知我”“罪我”皆在《春秋》。④

他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⑤意
谓《春秋》的作用和贡献，同历史上夏禹治水而天下安，周公除暴乱、驱猛兽使百姓宁，是可以相提并
论的。司马迁在回答上大夫壶遂所问时，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春秋》观”，他将《春秋》总结为一部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书，着重揭示了《春秋》的统治功能( “王道之大者”) 、规范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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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功能( “长于治人”) ，以及维系伦理秩序的功能( “礼义之大宗也”) 。①

上述评论对中国史学影响深远，贯穿此后的史学发展，其核心是从史著评论引出关于史学功能

的思考: 早期的史学是怎样产生的? 史学对于社会和人生有何意义? 史学名著和社会发展是什么关

系? 等等。
关于《史记》的评论，其重要和有代表性者，均应首举班固之父班彪的评论，这是因为，其评论本

是一段自相矛盾的文字。他一方面说《史记》“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崇黄老而薄《五
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 另一方面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等，有“良史之才”。②

班彪因站在“五经”的立场上，未察《史记》思想的深意，其评论出现这种矛盾性的表述是极自然的，
表明史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向历史内涵和思想倾向两个层面。
此后，班固著成《汉书》，在《汉书·司马迁传》篇末对《史记》作了进一步的评价，比其父班彪的

评论显然要全面一些。班固肯定了《史记》两个方面的成就: 其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
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这是肯定《史记》的通史价值，是就其内容而言的; 其二，引用当世名
家的观点，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而其所著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
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肯定《史记》的历史价值，是就其史笔来说的。③ 与之相对，班固批评《史记》
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继承班彪的说法，认为《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这是站在经学家立场上
的看法; 二是以嘲笑的口吻指出，“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这个“批评”显然超越了伦理
底线，因而也受到后人以“目睫”为喻的讥讽。
《汉书》问世以后，中国古代史学出现了《史》《汉》比较批评并形成一种传统，东汉的王充、晋代
的张辅和葛洪都有名论。不过，切实延续马、班撰述实践，而又同时对《史》《汉》作出中肯评论的，当
以《后汉书》作者范晔为代表，他在《后汉书·班彪传》后论中分别以“文直而事核”和“文赡而事详”
总结《史》《汉》叙事的特点，充分地发掘出二者的优长。尤其是他肯定《汉书》叙事“不激诡，不抑抗，
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可视为对《汉书》叙事的经典式评价。这里，对史著“叙
事”成就的评价成为评论史著的一个核心环节。
范晔认为《史》《汉》在叙事上各有其美，但在有关历史思想的评价上，对司马迁的倾向是显而易

见的。他对班固《汉书》缺点的批评，是与为司马迁《史记》辩护相连通的，即班固著《汉书》“论议常
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其人亦“不能以智免极刑”。④ 由
史著批评引出关于史家的治史才华和精神世界两个立足点，这在范晔对《史》《汉》的评论中表现得
十分突出，在此后的史学批评史上也长期存在。
两汉以后，由于历史形势分合不断，朝代史撰述迎来了兴盛局面，以同一朝代为撰述对象的史书

大量出现，史著批评由针对某一部史书的评论，发展出以某一断代为撰述对象的同类史书的评论，东

晋袁宏《后汉纪》原序对诸家后汉史的评价，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对诸家“后汉纪传”的
评论，都包含这一类型的史学批评。在史著比较中，人们得以选择最佳的一部，更可以组织力量修纂
全新的一部，以代替过去所有的同类著作，从而树立起某一朝代历史的撰述典范，即后世所谓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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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 646 年) 颁布《修晋书诏》，对历代晋史加以分析评判，推动了贞观二十二
年( 648 年) 新《晋书》的修成，是借比较而重塑修史典范的经典案例。
《修晋书诏》反映出唐初统治者的历史视野，即希望把分裂时期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尽可
能写出一部完全意义( 包含两晋以及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十六国) 的历史。唐太宗在阐述了修史的重
要性和史学作用之后，概括地讲到历代所修之史，继而突出“制有中原”的西晋史和“江左嗣兴”的东
晋史的重要性。唐太宗对当时尚存的诸家晋史作了犀利的批评和否定，指出它们有的“不预于中
兴”，有的“莫通于创业”; 有的“烦而寡要”，有的“劳而少功”; 有的“滋味同于画饼”，有的“涓滴湮于
涸流”; 有的“略纪帝王”，有的“才编载记”，总之没有一部可以媲美《史记》，这令他“深为叹息”。①

于是，他希望史臣学士可以修撰一部超越过去所有晋史的新《晋书》。
《修晋书诏》以“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一句，作为对诸家晋史总结性的评论，实际上
是继承了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人评论《史记》时提出的范畴。详细比较，可以看到《修晋书诏》以
“虽存记注”对照“善( 述) 序事理”，以“才非良史”对照“有良史之才”，以“事亏实录”对照“故谓之实
录”。《修晋书诏》推动新《晋书》的修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介于《三国志》所载史事与南北朝正史
所载史事之间的两晋历史，终于被编撰成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使《史记》至《隋书》贯通下来; 二是唐
太宗作为最高统治者，重视中国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且对此前千年史著批评成果积极地接受、运用，
为此后历代帝王作了榜样，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和优良传统。
总之，自评《春秋》至评诸家晋史，千年史著批评积累起的成果和启示是多方面的: 从史学的社

会作用到史家的撰史旨趣，从史书叙事的风格到史家议论的思想倾向，从撰写前朝史的意识到历

代修史传统的形成，史学批评不断深化，推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隋唐时期形成横向拓展的新

格局。

二、史学批评横向拓展的新格局

唐高宗显庆元年( 656 年) ，史臣所撰《五代史志》成书( 附于《隋书》，故亦称《隋志》) 。其中，
《经籍志》在刘向、刘歆、郑默、荀勖、李充、阮孝绪等历代学者历史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唐以前的文
献和学术发展史作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总结，正式确立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其史部诸序在史学
批评史上有着重要贡献，即通过纵向考察和分类相结合的各类史书评论，构建起“中国史学批评史的
雏形”，②奠定了史学批评横向拓展的新格局。
唐中宗景龙四年( 710 年) ，刘知幾撰成《史通》20 卷，一般认为，该书是世界范围内首部史学理

论著作。全书卷一至卷十为内篇，凡 39 篇( 亡三篇) ; 卷 11 至卷 20 为外篇，凡 13 篇。内外篇相互配
合，极大地拓展了史学批评的范围，同时提出了史学批评中的理论问题。刘知幾著《史通》有三个具
体条件: 一是史学的发展和史书数量的增多，从《汉书·艺文志》史类著作尚未独立出来，到《隋书·
经籍志》将史部书定为四部之一且划分了 13 个类别，足见史学发展的规模; 二是刘知幾有机会进入
史馆参与修史工作，不仅可以接触皇家丰富的藏书，而且修史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对撰写一部反

思修史活动的书多有启发; 三是刘知幾读史、知史，具有突出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史通》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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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修晋书诏》，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81，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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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和第十卷《自叙》，对此多有表述。《史通》的批判精神当受到王充《论衡》的影响，其撰述形
式则与刘勰《文心雕龙》的启发有关。
在此前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与启示的基础上，《史通》把史学批评推向了新的阶段。第一，关于

史学的社会价值问题。《史通》提出了史官制度的存在和史学功用的重要性，指出: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①

刘知幾的论述，强调了史籍的鉴戒作用因“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而始终存在，在此之前，说明史学的
社会意义，影响重大。刘勰曾称“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唐太宗曾称“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都
是在讲史籍也就是史书的作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即是说人们可以从史书中受到教育，可以藉由
史学来认识历史，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设馆修史，本是贞观朝创设的一个良好制度，但其运作好坏，则要看主事者和修史者。刘知幾曾

在史馆任职二十余年，其关于史馆制度的论述与评论颇有参考、借鉴价值。刘知幾具体地写出了有
关唐代国史修撰的经过及其命运。先是贞观初至显庆年间，姚思廉、于志宁、令狐德棻等人相继撰
述，“虽云繁杂，时有可观”。继而龙朔年间，许敬宗主事续作纪传，“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
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
见推直笔”，只可惜短寿促命，“功业未终”。之后，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接着参与撰述，写成《唐书》110
卷，然其“以喑聋不才”，“辄议一代大典”，“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于是出现了讽刺的
一幕———唐初学人们接续撰写的国史，竟落得“皇家旧事，残缺殆尽”。终于，武则天长安年间，刘知
幾本人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 80 卷。唐中宗神龙元年( 705 年) ，刘知幾与徐
坚、吴兢等又重修《则天实录》30 卷。于是刘知幾感慨地写道:“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
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②今天重读刘知幾的这些回顾、反思，仍然
能感觉到作者沉重的心情和无限的遗憾!

第二，关于古今正史的得失问题。刘知幾纵览以往史学，对“古今正史”得失优劣多有评论。如
其对史学的源头问题持谨慎态度，赞同司马迁“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的说法; ③评论荀悦《汉纪》“其
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 ④对多家东汉史著作总结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 晔) 、袁( 宏) 二家”。⑤

他借用他人之语评论陈寿《三国志》:“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诫，有
益风化，愿垂采录。”⑥评论诸家晋史，从子不能承父业以为王隐之父王铨回护，又高度评价干宝《晋
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而对于唐人新修《晋书》只作一般性介绍，并不无指责地
写道:“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⑦这里，批评者更关注的是史家本身的才华及当
时人的评价，与《修晋书诏》从“制有中原”这一涉及政治统治合理性的视角展开，是全然不同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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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1《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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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趣。
第三，关于历史撰述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史通》卷首《六家》和《二体》两篇即对此进行阐释。

所谓“六家”，刘知幾作了明确的解释，读者不难明白，所指自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
《汉书》。① 刘知幾一一阐述了各“家”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后，又从发展趋势作了这样的概括: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
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②

《史通》标目“六家”，但文中前后反复表达“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这是
着重在说不同“体”的存在; 同时后一段文字又提出“史之流品”的问题，表明刘知幾以发展的眼光综
合考察各“体”的流变。
应该说，刘知幾对多种史体的横向考察，建立在唐初史家文献整理工作的基础之上，只是在具体

的分类标准上，他宁愿以《杂述》篇作为《六家》和《二体》的补充，也不愿采用半个多世纪前《隋书·
经籍志》的成说。如今，当我们有机会以长时段的眼光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走过的历程，即可看
见一条清晰的从《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到刘知幾《史通》诸篇，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走向系统化、理
论化的深入发展路径。
第四，关于史家社会责任与史家修养问题。刘知幾十分关注从事史学活动的主体，对史学家本

身作出了评论。《史通·核才》篇认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③其通篇都在历数著史不堪其任的实
例。《史通·辨职》篇提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其上，以“编次勒成，郁
为不朽”为其中，以“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者为其下。刘知幾认为，如果“三者并阙”，那么“史之为
务”当无从谈起，“复何为者哉!”④这话说得很重，甚至有些绝对，表明他对以史为务者期许之高。
《史通·史官建置》篇列举历代任史职者的优劣、贤否，《直书》《曲笔》两篇则集中写出两种作史态度
的高下，表现出赞扬直书、痛斥曲笔的正义精神。联系到两《唐书》有关“史才三长”论的记载，可见
刘知幾对史学活动主体在史学批评中的重要位置的敏感，这同唐初史家已经具备了明确的主体意识

且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是一脉相承的。⑤

第五，关于史学批评方法论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刘知幾《史通》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史书的题
材、体例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而展开史学批评。其内篇篇名多涉及纪传体断代史有关部分的
名与实、体例规范、过往得失等。其中，卷二至卷四是关于纪传体断代史的内部结构与编次; 卷五是
关于编撰资料的采集、运用及对撰述上某些习惯的处置; 卷六专论史书叙事的审美要求; 卷七评论史
家的史识及两种对立的作史态度; 卷八阐述历史撰述中模仿前人的得与失; 卷九抒发其关于史才难

得的评论; 卷十为史家自叙及其他。这些批评，大多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处置是否得当，某种认识是否
正确等，但往往也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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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六家》，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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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拟》篇指出，“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 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①这涉及辨别事物
的本质与现象问题，即如何看待历史撰述中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惑经》篇提出，“爱而知其丑，
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② 若从史学批评来说，所谓“爱而知丑，憎而知恶”的观念，则具
有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意义，即要求人们评论事物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观点，而这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
的。《鉴识》篇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③提出了一个日常生
活和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论问题，即对同一事物始终存在不同的认识，而难得遇到中肯的评

论。本篇的结论是:“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④某个人物的“废兴”与
时代有关，这是唯物的看法。至于其“穷达”是否与“命”相关，尚难定言: 如果“命”是指机遇，则可说
通; 如果“命”是指冥冥之中的“命运”，则脱离了前一句的唯物精神; 如果“命”是指冥冥之中的偶然
性，则似乎更通。
此外，《书事》《采撰》《人物》等篇谈历史撰述的构成而兼及历史事实如何生成的问题，《叙事》

《浮词》《烦省》等篇谈语言文字表述而兼及史书审美的问题，《直书》《曲笔》等篇谈史家作史的态度
而兼及史家修养的问题，等等，或具有理论上的参考，或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无不是对史学批评

范畴的开辟。正是因为对批评范畴的横向开拓，我们可以说，《史通》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格局宏大的
史学批评著作。
总之，《史通》在具体的史学批评过程中，突破了以史著为主要批评对象的史学批评格局，极大地

开拓了史学批评的视野，使这一史学活动产生了更明确的调整史学发展的目的，从而在对史学自身

体系建构的摸索之中逐渐凝练起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

三、史学批评的理论提升

《史通》问世后，激发了史学家和学人的思考，开拓了史学批评的范围，自唐以下，展现出史学批
评理论升华的趋势，显示出更丰富的理论色彩。
第一，对史书体裁展开批评，形成史书内容、形式可变，作史原则不可变的认识。随着经学的发

展( 尤其是“春秋学”的发展) ，批评司马迁《史记》改变了“圣人”孔子《春秋》的体裁、破坏了古代撰
述传统的声音逐渐出现，并主张编年优于纪传，中唐时期甚至有学者一度抛弃史学自身的学术品格

而主张恢复以经、传的形式来撰写历史，从而造成一场裹着史学外衣的政治闹剧。⑤ 针对这种倒退的
史学思潮，唐人皇甫湜作《编年纪传论》予以辩驳，他的核心观点是: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
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
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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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①

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合乎“时”的需要，适于史家之“才”的发挥，只要在“是非”“善恶”判
断上得当，而又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撰述原则，则为纪、为传、为编年，都可以成为“良史”。这显
然是对《史通·二体》篇在理论上的补充，也是对“历代论者”以形式非议司马迁的反驳，实则也涉及
历史撰述的基本原则。皇甫湜讲“以心不以迹”“在适不在同”，可见其对《史通·摸拟》篇“貌异而心
同”观点的致意。本篇结尾处，作者模仿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有关“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
用辞，写下“文敌迁、固，直踪南、董”，又强调“傥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亦不可书
其史，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再次强调史体创新发展的必要，其用意在于进一步阐发: 真正有价值的历

史撰述，形式应当服从于内容。《编年纪传论》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遂暂告一段落，史学家
在著述实践中继续探索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
宋人袁枢著成《通鉴纪事本末》，促使中国史学继纪传、编年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广获关注、自成一

系的撰述形态。杨万里作序盛赞此书的体裁，并对其“本”与“末”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治
乱存亡”即寓于其中，他指出:

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
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
医之方也。②

这里提出《通鉴纪事本末》最大的特点，是其所记每一事件的始末原委都有较为完整而明白的阐述，
也就是后来章学诚提出的“因事命篇”的叙事特点: 其深意含蓄地显露，其原委讲得周全而简约，其表
现形式兼顾细微和恢弘，其探究事理悠远而贴切，其论治乱存亡，又如治病之源而授医之方。一言以
蔽之，把某件史事的始末原委阐述透彻了，历史经验教训也就清楚明白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
历史撰述的逻辑思维原则。
自《通鉴纪事本末》至历代纪事本末的形成，人们围绕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史书体裁的关系

及优劣的讨论不绝于时，启发了谷应泰、傅以渐、张溥、章学诚等人有关历史著作形态的综合性思考，
其中尤以章学诚“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论最具代表性。③

第二，以历史撰述成果面貌展开的史学批评。这种批评形式自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滋生时已
然出现，如《孟子·离娄下》讲到《春秋》之作时即从“事”“文”“义”三个方面予以阐述，但尚不是从
史学发展的角度发论，因而还不属于“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④ 从历史撰述成果面貌展开自觉的史
学批评，并提炼出历史撰述的诸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论认识，当以宋人吴缜的有关议论为代表。吴缜
《新唐书纠谬》序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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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文苑英华》卷 742，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3876 页。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1 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 1《书教下》，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61 页。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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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史之要有三: 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因事实
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
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
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①

吴缜的论点极为明确、清晰: 事实、褒贬、文采都具备，可称为史书; 如仅具事实，褒贬、文采兼失，尚不
失为史之意; 若具有褒贬、文采，而无事实，或事实不确，则有失为史之意，当不成为史书。这些认识，
全面之中有重点，反映了史学批评中的辩证方法。如此明确地概括历史撰述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在
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
值得关注的是，《新唐书纠谬序》起首明确指出该书撰述是接续前人有关“史才”的讨论，尤其是

指出宋以前刘知幾“史才”论的集大成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吴缜对刘知幾史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吴缜对“为史之意”的强调，与范晔讲“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和后来章学诚讨论“史意”问题，都
在历史编纂层面运用“意”的概念。凡此，均表现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连续性探讨中不断凝练话语
体系的特点。
第三，从过往史书类型得失展开的史学批评。在对史书的内容、形式以及史书内部诸要素展开批

评的同时，古代史家也从史书家族的整体格局展开史学批评，并形成对不同史书类型的综合认识，其中

尤以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三种类型之史书的特点、得失所作的评论为代表。王世贞指出: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
削讳忌，不可废也; 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②

王世贞的这些话，是在回答“史失求诸野乎”“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等问题。其中，“人恣”“人臆”
“人谀”显示出三种类型作史者的身份特点及其对待历史撰述的态度、立场，从而导致“弊真”“失真”
“溢真”三种损害历史撰述真实性的缺陷。同样，正是这种身份上的差异，使“真”具有各自的资料占
有和史事判断的视角。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按史书类型展开的史学批评在明代学人的表述中是一个突出现象，杨慎、焦

竑、王圻等都曾就“野史”“稗史”“家史”的可靠性及其“补正史之阙”的作用作出讨论。③ 近代以来，
史学界尚有在否定正史价值基础上抬高野史、家史价值的观点，似不可取，而近年中国古代史领域正
史研究的回潮，愈加表明王世贞此论在史学批评史上地位的重要。
第四，以知人论世和史学经世理念展开的史学批评。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家章学诚撰《文史通

义》，兼论文史而以评论史学为主，作者于书中纵论古今，涉及史学批评甚多，在提倡知人论世、史学
经世、辨别心术三个方面最具理论启示。
章学诚举陈寿、司马光与习凿齿、朱熹在“正统”归属上的不同处置这一典型实例，说明不同时

代、不同“身处”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立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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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缜:《新唐书纠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序”，第 3 页。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 20《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61 页。
参见毛春伟、廉敏:《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 明时期)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 6 卷，第 157—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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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 而习与朱子，则固

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

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①

这段内容，不仅为自东晋至清近十五个世纪有关《三国志》“正统”问题的辩难盖棺定论，而且以实例
说明“论古必先设身”的重要，极具说服力。
章学诚论浙东学术，强调“史学所以经世”的学术宗旨，批评“舍人事而言性天”的不良学风。他

举《春秋》为例，因为这是“先儒”们都十分尊崇的经典，而《春秋》之所以从六经中脱颖而出，“正以切
合当时人事”，是经世致用之作，由是而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② 在考据盛行的乾嘉
时期，章学诚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命题，坚持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对于把握好史学求真与
致用的张力是有益的。章学诚还倡言“好古”须知“当代”，批评“未必足备国家之用”的学问。他在
阐释“史”的职志时讲到:

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 必求官司掌故，

而通于经术精微; 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

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③

这是从史的渊源上说明其职责当是“好古”与“当代”结合，以此说明“史学所以经世”的前提。因
深知史学研究的古今会通之义，章学诚从刘知幾《史通》所遭遇的“阴用其法，阳毁其书”境况，联想
到自身的许多著述以及吴缜《新唐书纠谬》所遭受的不实攻击等事实，发出了“击人者人恒击之”的
感叹，表达了一个评论家心中的不安。④ 这表明，开展批评不仅需要鉴识，更需要勇气、胆识和责
任心。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着眼于史家品德的史学批评，这就是关于“直道”“心术”和“史德”

的理念。唐人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指出: 一个史官，“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
不可回也; 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⑤ 元代史家揭傒斯认为，修史之事，以用人为本，又当以“心术”
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 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⑥ 对这一思
想传统，章学诚予以发挥，他把“心术”与“史德”联系起来，指出: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

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⑦

801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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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 3《文德》，第 324—325 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 5《浙东学术》，第 607 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 3《史释》，第 270 页。
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章学诚遗书·佚篇》，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39 页。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 31，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99 页。
《元史》卷 181《揭傒斯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4186 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 3《史德》，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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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天人之际”，已不同于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系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基于史学活
动本身，对史家在史学活动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实际和主观意念的关系提出要求。① 作者看到“尽
其天”和“不益以人”都是不能绝对达到的，故史家只能努力克服主观意念对史学活动的干扰，修炼
“心术”，求得内心的平静。这一原则把“史德”落到实处，在历史著述和史学批评中应是相通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学批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不是对某一种史书的批评，而是从理论上就

一般的史学活动、史学现象展开的批评，故多带有广泛的启发意义，凸显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不断开
拓进而取得理论升华的发展趋势。

余 论

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与启示，到史学批评横向拓展新格局的开创，再到史学批评的多重路径

和理论升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总体进程和深入发展趋势十分清晰。从这一清晰的发展脉络中，
可以看到史学批评者所采用的史学批评方法。第一，分类的方法。中国古代历史撰述重视分类方法
的应用，史学批评也是如此，如刘知幾《史通》的《六家》及《杂述》，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
即是成例。第二，比较的方法。如刘知幾《史通》中的《二体》以及《直书》与《曲笔》两篇，杨万里论
《通鉴纪事本末》与《通鉴》异同，章学诚将《通鉴纪事本末》与编年、纪传“二体”相比较，都是在比较
中阐述有关论点的。第三，说理的、分析的方法。如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吴缜的历史撰述三要素
论，以及章学诚的“史德”论即“辨心术”论、“论古必恕”论等，都重在说理与分析。应当强调的是，这
些方法从理论上看，大多包含着辩证的因素，其中尤以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吴缜的历史撰述三要
素论和王世贞的国史、野史、家史之论最具代表性。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遗产中的积极因素，
需要深入总结，使之在当代史学活动尤其是史学批评中发挥作用并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展现中国史

学的传统、风格和气派。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

们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念、观念和学术用语，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如: 从事、文、义到
才、学、识，构成了关于史家修养的话语体系; 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到“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
得圣人之中”，再到事实、褒贬、文采三要素，构成了对史学成果评价的话语体系; 从“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到“史之为用，其利甚博”，再到“史学所以经世”，构成了史学社会功用的话语体系;
等等。这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当今史学发展尤其是中国自主的
历史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支撑。

( 作者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苑 苑)

( 责任校对: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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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心术”一说，学界存在不同的解释，这里主要采取了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中的说法(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页) 。此外，乔治忠《中国史学史》指出章学诚哲学思想具有理学性质，故应将“尽其天而不益
以人”之“天”理解为天意而非历史客观，故“心术”一说要求史家评论历史要符合天理而不加入个人私意( 乔治忠: 《中国史学
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5—296 页) 。本文主要关注章学诚对个人因素在史学活动中可能产生之影响的重视，
即无论“天”作历史实际还是天理理解，都要努力避免“人”的因素成为一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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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dea to frame historical narratives，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ommon history of the nation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state building project.

Writing of Labor Concepts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 / / Jiao Ｒunming，Hong Yezh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state strengthened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history textbooks. Its goal was to
instill students with a materialistic concept of labor to cultivate a worldview that respected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loved participating in labor. “Labor creates people”，“labor tools are the symbols of social
development”，and“working-class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and promoters of history”were the core writing
paradig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general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which was focused on the promotion of
materialism and of the glory of labor. It highligh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had
extremely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 / Zhu Luchu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heritage. The accumulation of
criticism on historical works over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ca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is sub-
discipline and shaped its development. It both wide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uplifted its
theory. From commenting on history book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historiographical discipline，it
furthermore induce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crystallizing into
a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This process both provided inspiration of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se paths and the law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why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n continuously develope into a knowledge，a discourse，and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 Ｒay Huang ＇s Diagnosis of the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 / Gao Shouxian

Ｒay Huang＇s research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cademic career，but also the basis of his historical concepts. He called the financ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Zhu Yuanzhang“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arguing that this system had remained so rigid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even continue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ang ＇s“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has been gained a wide popularity and
accepted by non-academic audiences，but it has also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by som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n fact，his historical research follows an approach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it by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was born out of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war and chaos. In essence， it belongs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commentaries”with“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and his“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highlighting the“absurdity”of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His position and views are obviously biased，if we carefully examine his specific
comments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we may find many“profound but one-sided”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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